
明朝隆万之际的族群关系与帝国边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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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明朝历史上的“北虏南倭”问题已逐渐被纳入全球史的框架中加以考量，但在明代的南部山

区、西南地区，以及西部地区，都程度不同地出现了族群关系的动荡，其动因与前者是大体相同的，甚至是

相互关联的。明朝隆万之际的主政者或许是被动地触摸到了时代变化的脉搏，所以尽管是短暂的，他们采

取了积极应对的策略，使此时期的帝国边略具有了时代性和整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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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世纪到 17 世纪，是世界历史发生重大变化的时代。在以往以中国历史为中心的学术脉络中，

已为学者充分重视的“北虏南倭”问题，已开始在世界史或全球史的学术脉络中得到新的诠释。但

是，对这一时期西南边疆的关注，似乎仍与上述变化缺乏契合。北方边陲、东南沿海发生的一系列事

件与西南边疆毫不相干，还是一个整体中相互关联的部分? 在传统的研究中，学者们的思路通常是一

种单向的观察，即如明朝廷与蒙古、明朝廷与西域、明朝廷与沿海或西南，不同的后者之间似乎没有太多

联系。那么，在明朝版图的整个周边，是否存在共同的问题? 不同的边陲地区是否曾以互动的形式对历

史产生影响? 从 16 世纪初到 17 世纪初，即约略嘉靖、隆庆、万历三朝，不仅是新航路开辟与欧洲人东来

的时期，也不仅是以“一条鞭法”为标志的新型财税制度出现的时期，更是新形势下明朝边疆族群呈现新

格局的时期。① 深入理解这一点，对于认识 16 世纪的时代转折、认识明清之间的连续性，具有重要

意义。②

一

《明经世文编》的编者认为:“国家外夷之患，北虏为急，两粤次之，滇蜀又次之，倭夷又次之，西羌

又次之。”③明朝边患，多以“北虏南倭”为代表，在明朝的大部分时间里，北方蒙古人的威胁是显而易

见的，但陈子龙把两粤和滇蜀的问题放在“倭患”之前，而后又提到“西羌”的问题，这究竟是其独到之

见还是时人共识?

陈子龙是明末江南几社的骨干，几社的成员身处特殊的时代，对兵事极为关注，并于崇祯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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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在近年的区域社会史研究中，已有不少学者从新的视角论及明代中叶以来边疆地区不同人群的“动乱”。如陈春
声、科大卫、唐晓涛等对两广地区“猺乱”的研究、陈春声对广东沿海“倭乱”的研究，以及我对“北虏”问题的重新
认识。但是，如何看待明代国家在这一时期集中“平乱”的举措? 是被动地充当“救火队员”的角色，还是另有他
图? 国家与地方是否产生了某种因应，还是形成了某种“共谋”?
在香港中文大学历史人类学中心以本题演讲时，承蒙科大卫等各位听者提出有启发性的问题，又承蒙杜正贞在演
讲后帮我梳理思路，特致谢忱。
宋徵璧:《明经世文编·凡例》( 影印本) ，北京: 中华书局，1962 年，第 53 页上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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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6) 编写了《兵家言》一书。① 上述判断见于两年后编纂的《明经世文编》的《凡例》中，为几社成

员、《兵家言》的编者之一宋徵璧所撰，应体现了他们的共识。几社的文人之所以重视兵事，是因为他

们“愤愤于天下之大而知兵者鲜也”，所以他们要提出自己独到的看法。由于他们站在明末这个特殊

的时代的节点，回望整个明代的边事，有可能对明代的边疆问题作出比较全面的判断。
在野文人对天下时局的判断未必与庙堂之上的主政者完全相同，那么庙堂上的主政者是如何看

的呢? 围绕着这一时期的边疆族群问题，庙堂之上，经常是众议纷纭。但在高拱和张居正相继主政时

期，他们的强势态度往往能形成最终的决议。如在广东“海盗”问题上，张居正回忆说，“广事自区区力主

夹剿之议，及请发帑银先治海贼诸事，人皆未以为然”; ②又如俺答封贡及平古田僮乱等事，“皆大违群

议，而仆独以身任其事。主上用仆之策，幸而时中矣。乃异议者犹欲搜求破绽，阻毁成功，以快私指”; ③

在朝廷议征川南都掌蛮时，据称张居正厉声驳斥反对者:“蜀在中国为西南重镇，叛不速讨，诸夷将望风

起事，蜀岂得全……所不成者，吾不得复平章国事。”④因此他们的意见可以代表当时的国家立场。
当然，高拱、张居正的边略能够得以实施，也在于他们任用了一批与其见解一致的地方督抚。张

居正曾说:“仆自去岁曾面奏主上曰:‘今南北督抚诸臣，皆臣所选用，能为国家尽忠任事者。主上宜

加信任，勿听浮言苛求，使不得展布。’主上深以为然。”⑤胸怀抱负的内阁首辅与熟悉边情的封疆大吏

共同造就了此一时期的帝国边略。
明朝建立之初，便将蒙古视为头号敌人，这一点在朝野双方都是有共识的。“隆庆和议”是重要

的转折点，但其意义不仅限于明蒙关系的改善，300 年后魏源评价说: “高拱、张居正、王崇古张弛驾

驭，因势推移，不独明塞息五十年之烽燧，且为本朝开二百年之太，仁人利溥，民到今受其赐。”⑥魏源

认为清朝接受的遗产，是明朝主政者那种“张弛驾驭，因势推移”的策略，其中所因之“势”，又不仅是

蒙古草原上的形势和走向，还是整个国家周边的大势。
明穆宗朱载垕对高拱的评价也颇值得注意: “且值国家多事之时，先为社稷万年之计。乃通海

运，乃饬边防，乃定滇南，乃平岭表。制降西虏，坐令稽颡以称藩; 威挞东夷，屡致投戈而授首。盖有不

世之略，乃可建不世之勋; 然必非常之人，斯可济非常之事。”⑦在朝廷看来，高拱的最大功绩就在于他

对边疆的经营，而且不仅对于蒙古，而且对于西南和东南地区的经营均获得进展。
清康熙年间，高拱在边事上的主张被编为一书，名为《边略》。其中谈到“俺答封贡”的三大意义，

一是“可以息境土之蹂践，可以免生灵之荼毒，可以省内帑之供亿，可以停士马之调遣，而中外皆得以

安”; 二是“可以示舆图之无外，可以见桀犷之咸宾，可以全天朝之尊，可以伸中华之气，即使九彝八

蛮，闻之亦可以坚其畏威归化之心”。但“要领之图”和“本意之所在”则是“但得三五年宁静，必然安

顿可定，布置可周，兵食可充，根本可固，而常胜之机在我”。⑧

这里所谓“九彝八蛮”“畏威归化”只是一种场面话，还是此时帝国的最高决策层已有统一的规

划? 从字面来看，这只是出自安定北部边疆的考虑; 但至少是北部边疆的形势相对稳定，为朝廷对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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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的经略提供了重要的条件。所以四川巡抚曾省吾在征讨都掌蛮时便说:“兹值明良交泰之会，正当

中外协攻之时。险莫险于海倭，每见骈首就戳; 强莫强于塞虏，已看稽颡称臣。矧兹鼠首蜂腰，岂足润

戈膏斧? ……且朝廷以征剿尽绝为期，主将以荡平图报自誓。”①

二

陈子龙等将两粤和滇蜀的问题置于“倭夷”之前，可能是按照国家投入兵力的规模来排列的，也

可能一方面是因为嘉靖时期达到高潮的“倭乱”已大体平息，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华南与西南地区的区

域开发引发的社会矛盾此时日益凸显。
高拱在分析广东这个“旧称富饶之地”为何近来“盗贼充斥”的原因时，主要将其归咎于“有司不

良所致”。其中谈到“广乃财贝所出之地，而又通番者众。奇货为多，本有可渔之利，易以艳人”。②

两广总督殷正茂在给他的信中提到“倭奴猖獗，土寇相勾为乱”的情形，都说明广东沿海的动乱与嘉

靖“倭乱”有着相同的私人海上贸易的背景。
当时广东与“倭”有关的动乱集中发生于惠州、潮州地区，高拱也说“惠、潮多事”。③ 又在给殷正

茂的信中说，“然倭尚可平，而地方之贼难于卒灭。地方之贼不可灭，固倭之所以来也。”④按陈春声的

研究，潮州地区这种“民盗不分”的情形由来已久，屡抚屡叛，“海盗”即使接受招抚，也不入里甲，更以

合法外衣继续进行私人海上贸易。直到隆庆末年，林道乾等几支大的“海盗”势力被明军消灭后，这

一地区的大量人口才逐渐被“编户齐民”。⑤

正是因为这一时期东西方贸易的大背景，使得沿海居民以海上贸易作为重要的生计手段，而地方

官府也以此为牟利之机，所以殷正茂在善后策略中专门提到海外贸易问题。对此，《明史》的记载是，

“殷正茂总制两广，欲听民与番人互市，且开海口诸山征其税”; ⑥高拱则在给他的信中表示:“番人市

舶一节，尊谕极是。”⑦其结果就是我们今天熟知的“隆庆开海”。
但此时广东或者两广的问题不止“倭乱”，还有“猺乱”和“獞乱”。在明代，随着大量汉人向两广

傜、僮地区迁徙，拓垦经商，土客矛盾日益激化。成化年间，除了著名的“大藤峡猺乱”之外，在桂林以

北的古田地区也因土地赋税的争执不断发生傜人起事。隆庆初殷正茂为广西巡抚，发兵 14 万平之，

设三镇土司以管辖，又于其下设里甲，形成亦土亦流的过渡性管理体制。
嘉靖四十四年( 1565) ，总督吴桂芳言:“广东肇庆府上下江一带，地名罗旁、渌水，介东西二山之

间，竹木丛翳，素为猺渊薮。其罗旁西山猺人，先年都御史韩雍经略堤防，颇就安辑，惟东山诸猺阻深

箐而居，时岀剽掠。有司每岁发卒戍之，费广力疲，无益实效。”⑧“督抚殷正茂既讨平惠、潮寇，上疏言

罗旁当诛。廷议不能决。居正毅然言当诛，举兵部尚书凌云翼，请赐玺书，属之讨贼”。⑨ 可见当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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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解决“倭乱”和“猺乱”问题看成是密切相关的一盘棋。而且张居正似乎比殷正茂更为坚决，在他给

继任的两广总督凌云翼的信中说: “罗旁、渌水之事，石汀公在任不能处，乃诿难于后人，诚为不恕。
然此地不沾王化数十百年，义所当讨。”①

罗旁山区傜人显然没有编入国家户籍，在此之时，又有大量流动人口涌入，被称为“浪”。他们不

仅占据其中的肥沃土地，更以开发经济作物和矿藏为生。成为“脱治”之民:

罗旁广一千五百里，在万山中，多林木岩洞，道里皆蹊径。一旦有缓急，辄走他旁近寨 匿。
一姓而二名，如孔子成曰孔绍太、庞力王曰庞公定; 一人而数名姓，如谢月兰、黄朝泰、简总管、庞
胜龙，曰邓胜龙。籍第令毋 匿，固无能辨识矣。而又有四方亡抵于巢者，号曰浪……见旁近美

田宅，尽夺而有之。今其下，厥田沃壤，颇有砂仁、藤蜡、蜜漆可采以为利……贼度我师必不能入，

乃以请款尝试我，我名降猺曰良猺，降浪曰抚民。然干戈未及倒载，牛马未及放散，而猺、浪则从

中起矣。②

明廷发兵 30 万，平定 564 峒，斩杀 4 万余人，并在该处设立罗定州等州县。按张居正的设想，应

“多方招徕，开其生路，随宜处置，务绝后患”。③

经此数役，山区傜、僮的问题暂告解决，但在张居正看来，海盗的问题却难以终结: “广中防御山

盗，闻已略备，惟海防甚疏。”④主要的原因，在于对山地新开发地区，可以沿用传统的编户齐民办法加

以管理，而对沿海居民的海上贸易问题，则需要有新的制度安排。

三

元明时期，广西地区的傜、僮起事不断。明中叶大藤峡之役和晚明古田之役后，广西的族群问题

虽未完全解决，且一直延续入清，但毕竟没有了大规模的动荡和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不过，就包括云、
贵、川的西南地区来说，帝国的深度经营才刚刚起步。

就在两广之交的罗旁之役进行得如火如荼之时，明廷又在川南的叙、泸之间地区发动了征剿都掌

蛮的战争。就像张居正迫切希望殷正茂在讨平惠、潮“海盗”后立即发动罗旁之役一样，万历初年同

时开辟西南战场，也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
在北宋时期，川南与云贵交界地区仍设羁縻府州，北宋的直接管辖到达长江一线。随着北宋势力

渗入长江以南，这一地区的“蛮夷”开始骚乱，从而引发了元丰之役，以乌蛮为主的势力遭到极大削

弱。到明代，这一地区则像其他许多边陲地区一样，以卫所—土司双重体制加以管理。在明前期，这

里的“蛮夷”亦不断起事，成化、正德年间朝廷屡次征剿，最后只有戎县大坝的都掌蛮，一直在与明军

反复拉锯。万历元年( 1573) ，四川巡抚曾省吾开始剿灭都掌蛮的行动; 一年后，明军将都掌蛮消灭。⑤

张居正曾给曾省吾写信说，“都蛮为害多年，不容不除”，⑥表明朝廷或他个人早已考虑将这一地

区真正纳入国家的管治。明军获胜后，他大喜过望，“十月十四日闻九丝捷音，不觉屐齿之折。殄此

巨寇，不惟蜀民安枕，且国家神气藉此一振，四方有逆志干纪之人，亦将破胆而不敢恣雎矣。喜甚! 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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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张太岳集》卷二八《答两广凌洋山计剿罗旁寇》，第 336 页下栏—337 页上栏。
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三《罗旁猺狼列传》，见《续修四库全书》编纂委员会编: 《续修四库全书》第 436 册，上
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第 246 页下栏。
张居正:《张太岳集》卷二九《答两广凌洋山》，第 348 页下栏。
张居正:《张太岳集》卷三〇《答两广刘凝斋条经略海寇四事》，第 376 页下栏。
参见屈川:《都掌蛮———一个消亡民族的历史与文化》，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 年，第 90—95 页。
张居正:《张太岳集》卷二五《与蜀抚曾确庵计剿都蛮之始》，第 297 页下栏。



甚!”①兴奋之情溢于言表。后来他又表示，“仆以剪劣，谬司鼎轴，际兹盛会，窃以为荣，可不谓大幸

欤?!”②认为这是他在主政时期取得的一件大功，也说明他对此事的高度重视。
此事的直接起因，仍然是汉人移民渐次进入叙、泸以南少数族群居住地区，意图开发其腹地的利

益驱动。在善后过程中，四川的豪强势家希望把那些“众蛮残孽”迁走，趁机占其故地。张居正知道

后者“恋其故土”，“一旦欲别处之，祸萌当自此生矣”。因此他叮咛曾省吾说:“都蛮未平之先，蜀中士

大夫求免其毒害而不可得。今既克复，遂欲窥其土田而有之，此私情之难徇者也……蜀人有倡为余党

未尽之说者，皆欲利其土地耳。公宜熟计其便，毋徇人言，坐堕前功。”③

川南叙、泸以南地区，地接云、贵，是深入开发西南边疆的交通要道。在明代隆、万之前，叙、泸两

地人民逐渐编入里甲，其扩展的方向，一是从宋代已逐渐控制的淯井( 长宁军) 地区继续向南，进入过

去的“生界”; 一是从宜宾向西，向马湖地区扩展。这时，云南地方官已有打通川滇通道、进一步开发

西南的建议，但张居正当时似未有定见。张居正曾于隆庆年间给云南巡抚陈大宾写信，提到“但通道

马湖，蜀中士大夫咸以为未便。俟其论定，当有处也”。④ 所谓“马湖通道”，即从叙州府( 宜宾) 向西

到马湖府，沿金沙江向南，穿越乌蒙山，可直抵昆明。
云南的矿产资源在清代得以大规模开发，在此时也已有人提及。张居正在给云南巡抚饶仁侃的

信中提到，“广右铸钱，议欲采铜滇中，乃场屋经生之谭”，⑤意思是开采云南的铜，用于广西铸钱，是书

生之见。虽不清楚张居正不予采纳的理由，此处也并不是指川滇通道，但却说明人们开始认识到云南

矿产资源的价值。而清代的滇铜京运，恰恰就是沿着这条路线到达泸州总店，再行北上的。
虽然张居正高度重视川南，但此时他对云南的经营方略还是比较慎重、甚至是保守的。就在川南

地区，叙、泸以南，分布着永宁、乌撒、东川、乌蒙 4 个土司和贵州水西、云南沾益两个土司的辖地，即

云、贵、川三省的交界地带，是为有姻亲关系的安氏和奢氏的势力范围，明清之际这一地区的大规模动

乱，同样是在汉人逐渐涌入后土司面临改流的威胁背景下发生的。在隆庆末，这一局面已初现端倪。
张居正认为，云南这个地方“得其地不可耕也，得其人不可使也”。为什么太祖不在这里全部设置郡

县呢? 因为这里的人民不是可以完全用“汉法”可以管理的。“近年之事，皆起于不才武职、贪渎有司，及

四方无籍奸徒窜入其中者，激而抅煽之。星星之火，遂成燎原”。⑥ 这种说法与他对广东“猺乱”和“海

盗”之所以发生的解释是一样的，因此应该意识到云南的资源对外来者的吸引力，否则为什么有各地

的流民到这里来，还引发了社会动荡呢?⑦ 但张居正并未像对两广和川南那样重视对云南的经略，因

此他一再强调对这里要“因俗为制”，“轻动大众”。⑧ 万历元年缅甸宣慰使莽瑞体起兵，传闻“有兵百

万，战象万余，西南诸夷尽为所并，交趾亦半属之”，张居正仍质疑“其言不知何所据”，表示“修内治，

饰武备”便可。⑨ 由此可见，张居正在对云南问题的处理上，方略与两广、四川不同。
在西部地区，除了西南的川、滇以外，还有甘、青、藏地区的西番问题，也就是陈子龙所说的西羌，

包括这里的土著族群、藏传佛教势力和西迁到这一带的蒙古诸部。由于西迁蒙古无法在河北、山西等

地的边市中满足需要，发现明朝与西番之间的互市有利可图，便频频“抢番”，双方不断发生冲突。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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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张太岳集》卷二五《答蜀抚曾确庵》，第 307 页上栏。
张居正:《张太岳集》卷二五《与曾确庵计平都蛮善后事》，第 310 页上栏。
张居正:《张太岳集》卷二六《答蜀抚曾确庵计都蛮善后事》，第 322 页上栏。
张居正:《张太岳集》卷二一《答云南巡抚陈见吾》，第 249 页下栏—250 页上栏。
张居正:《张太岳集》卷三二《答云南饶巡抚》，第 392 页下栏。
张居正:《张太岳集》卷二八《答云南巡抚何莱山论夷情》，第 347 页下栏。
万历十年，在缅甸的中国商人岳凤引缅兵及土司兵数十万进击云南，可见此时滇缅边界上的动荡也与商业问题有关。
张居正:《张太岳集》卷二七《答云南巡抚王毅庵》，第 328 页上栏。
张居正:《张太岳集》卷二九《答滇抚王凝斋》，第 361 页上栏。



此，张居正认为，“大抵西之番族，广之猺獞，事体略同”; ①“西凉重地，番虏杂居，措画稍差，便成乖

阻”。② 所以张居正对于蒙古的“西抢”以及俺答的西行采取不予理会和放任的态度。
俺答西行之后，曾向朝廷转达西藏意欲仿照俺答与明朝通贡的意愿。张居正通过甘肃巡抚以他

的名义回复俺答，“渠西行劳苦，既得见佛，宜遵守其训，学好戒杀，竭忠尽力，为朝廷谨守疆场……所

言番人追贡事，此种僧人久失朝贡，本当绝之，兹因渠之请乞，特为允许，但只可照西番例，从陕西入

贡”。③ 张居正还希望俺答“早归建寺”，因为“归则贡市愈坚，而西镇可安枕矣”。④

张居正希望通过笼络俺答，营造西北地区的和平环境，因此对于其在西北地区的扩张、甚至称霸

的企图，采取了默许的态度。他又希望通过封赐三世达赖索南坚措能“化虏有功”，后者则表示“阁下

分付顺义王早早回家，我就分付他回去”。⑤ 这样就形成了一次明朝与蒙古及西藏格鲁派三方之间的

良性互动，以期“此后中华、番、虏合为一家，永享太平，垂名万世矣”。⑥

四

明朝隆万之际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的变化时期，已成为研究者的共识。论者以往多关注这

一时期美洲白银的流入、商业经济的发展、赋役制度的变革、思想界的变化以及社会风气的改变，对边

疆、族群问题虽多有讨论，但或就事论事，或较少将其与上述社会变化联系起来，视其为相互关联的整

体。⑦ 在从“边缘”的视角对此问题加以考察的相关研究中，也缺乏对这一时期的讨论。⑧

正如我们今天不满于以往从中心看边缘、故而试图从边陲的角度理解帝国一样，隆万之际的主政

者们在制定并且实施其边略的时候，是否也有可能，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将他们对边陲的了解作为其

边略的基础和出发点呢? 从本文前面呈现的材料来看，这是可能的。在当时的信息传递条件下，高拱

和张居正试图从各种渠道知晓地方的情况，所以经常会看到他们调整策略、或者不同地方采取不同策

略的事发生。在张居正与地方督抚的通信中，经常会出现这样的词句:

剌麻僧来，曾备问彼中事。其板升诸逆倡为流言，殊为可恶。
闻西省自府江平复，道路开通，客旅无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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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张太岳集》卷二七《答三边总督论番情》，第 327 页上栏。
张居正:《张太岳集》卷二七《答甘肃巡抚侯掖川》，第 325 页上栏。
张居正:《张太岳集》卷三〇《答甘肃巡抚侯掖川》，第 373 页。
张居正:《张太岳集》卷三一《答贵州巡抚何莱山》，第 378 页上栏。
张居正:《张太岳集》卷四三《番夷求贡疏》，第 552 页上栏。
张居正:《张太岳集》卷三一《答甘肃巡抚侯掖川》，第 378 页下栏。
《剑桥中国明代史》下卷的第 4 章与第 7 章分别讨论了明朝与蒙古、西藏、西域、东北及东南沿海地区，但颇简略，
且互无关联。参见崔瑞德、牟复礼主编:《剑桥中国明代史》下卷，杨品泉 等译，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年。《晚明社会变迁问题与研究》并未将边疆、族群问题纳入讨论，在有关人口流动的章节中，也没有涉及边疆地
区的人口流动与族群关系。参见万明主编:《晚明社会变迁问题与研究》，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5 年。惟展龙对
张居正主政时期的边疆民族政策撰写过一系列论文，如《论张居正改革时期的明蒙贡市关系》，《黑龙江民族丛
刊》2009 年第 5 期;《论张居正改革时期的西南民族政策》，《西南大学学报》2010 年第 4 期;《张居正改革前周边
民族形势之透视》，《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10 年第 3 期;《张居正改革时期南方民族政策述论》，《历史教学问题》
2011 年第 1 期; 等，但均与本文的着眼点不同。近年又有牛建强《土流博弈与内疆展拓———以隆万间古田之役和
罗旁之征为中心》一文( 《史学月刊》2016 年第 3 期) ，但该文没有指出这两个事件背后的区域开发与商业贸易动
因，忽略了府江流域向西和向南商业通道的打开对于地方社会和国家的双重重要性。
如，Edited by Pamela Crossley，Helen Siu and Donald Sutton，Empire at Margins，Culture，Ethnicity，and Frontier in
Early Modern Chin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6。10 篇论文中大多讨论清代，只有科大卫的文章讨论的是
明代中叶的“傜乱”。这说明，人们认为清代的族群问题或边疆问题比明代凸显或重要得多。这在相当程度上是
个事实，但也或多或少造成了“传统的”偏见。



近闻虏酋与察罕构隙日深，此正吾用奇之日。
近来彼中人来，皆言此地在四府之中，素称沃壤，与广右边徼不同。且远近之民愿受 者众，

不设官建治，何以统之?①

所以后来陈子龙称赞说，“先臣张居正之为辅臣也，凡边镇之臣、郡国之长，所行之事，纤悉毕闻。
有善则移书以奖劝之，有失则必呵让之”，②说明这是广为人知的。近多有论者论及明蒙之间的封贡，

从汉文史籍看多显示为蒙古向明朝俯首称臣，而从蒙古史料看则更多体现为双方是在平等地位上达

成和议。③ 强调从当事各方的材料出发去全面理解当时的情形无疑是非常正确的，但同时也要注意

各方的表达往往是官方言辞，是从各自的“面子”出发的，并不等于某些决策者并不了解实际情况。
当张居正把中华、番、虏相提并论的时候，认为他不知道明朝与蒙古和西番处在同等的地位上是难以

置信的，只不过他们认为自己的文明比后者程度高而已。
正因此，本文对帝国边略的讨论似乎回到一种“自上而下”的视角，但高拱、张居正时期边略的制

定和实施，却是这一时期周边族群关系变动的结果，而后者的重要动因就是普遍性的人口流动与边疆

开发。在上文中，已经提及两粤、滇蜀边陲不同族群的“动乱”与汉人的大量涌入有关，他们或开发土

地，或经营其他资源，或从事商业，国家随之即欲在这里设立管理机构，将这些流民编入户籍。比如云

南的阿迷州在明代为土州，“汉民自明始盛于阿，或宦于斯，贾于斯，后遂家而聚族于斯。如楚如蜀，

如江之左右，杂然封内，今悉汉民远祖也”。④ 到清康熙三十五年( 1696) 便改土归流，“自奉旨裁土归

流，历年涵濡渐摩，乃渐知诗书之宜读，而礼义之可行也”。⑤ 将少数族群变为“化内”之民的背后，是

将他们变为国家的编户齐民。这在许多地方，便引发了地方社会的动荡。
这种情况不仅发生在明代中叶以来的两粤、滇蜀地区，也同样是隆万之际长城沿线一系列事件的

背景。汉人大量前往蒙古地区，张居正是了解的，“近见山西廵按疏中，言边人叛入虏中者甚众”，⑥他

们逐渐在边外形成聚落，称为板升。张居正对此非常重视，称“西北边患，无大于板升者”; ⑦后又说，

“今东患在属夷，西患在板升。二患不除，我终无安枕之日”。⑧ 张居正起初将这些汉人视为“倚胡为

患”的“叛逆”; 后来听说“彼中荒旱饥窘，人思南归”，策划将这“数万之众，皆可渐次招来”; 再后则建

议，“此辈正宜置之虏中，他日有用他处，不必招之来归，归亦无用。第时传谕以销兵务农为中国藩

蔽，勿生反心。”实际上是认可了这些汉人在蒙古定居的既成事实，虽然其负面效应是“他耕田种谷以

供虏食”，但客观上在塞外形成农耕聚落，日后有可能为明朝所利用。⑨

除了蒙古与西番之外，我们不能假设“北虏”“南倭”“西南夷”之间一定没有什么联系。南岭走

廊和西江流域把东南沿海与西南山地连接了起来，这里的傜、僮、畲、苗等等亦具极大的流动性，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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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以上分别参见张居正:《张太岳集》卷二六《答方金湖》，第 316 页上栏; 卷二七《答两广总督殷石汀》，第 324 页上
栏; 卷二八《答方金湖》，第 346 页下栏; 卷二九《答两广凌洋山计罗旁善后》，第 361 页上栏。
陈子龙:《陈子龙全集·安雅堂稿》卷一〇《策·尚有为》，王英志编纂校点，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年，第
1234 页。
如于默颖:《蒙古对明蒙封贡的看法》，见《朔方论丛》第 2 辑，呼和浩特: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12 年。
王民皞:《风俗志论》，见陈权修、顾琳纂: 雍正《阿迷州志》卷一〇《风俗》，《中国方志丛书·华南地方》第 258 号，
影印清抄本，台北: 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5 年，第 116 页。
刘鹏鲲:《风俗志论》，见雍正《阿迷州志》卷一〇《风俗》，第 118 页。
张居正:《张太岳集》卷二八《与总督方金湖以奕谕处置边事》，第 343 页下栏。
张居正:《张太岳集》卷二一《与蓟镇督抚》，第 251 页上栏。
张居正:《张太岳集》卷二二《与蓟辽总督谋俺答板升之始》，第 264 页下栏。
分别参见张居正:《张太岳集》卷二二《答蓟镇抚院王鉴川论蓟边五患》第 263 页上栏; 卷二二《答王鉴川计贡市利
害》，第 270 页—271 页上栏; 卷二六《答蓟辽总督方金湖计处板升逆种》，第 314 页。



“湖南所属，西连云贵，南接两广，北枕四川。红黑苗猺，杂处境内”。① 我们期待能找到这些族群之间

在明代的直接联系。从事情的结果来看，这些地区之间的联系显然加强了。罗旁之役后，“广右今已

大定，闻西省自府江平复，道路开通，客旅无阻。梧州之盐，方舟而下; 南交通贡，贸迁有无，桂林遂为

乐土”。② 而隆庆和议后朝廷允许向蒙古出口广锅，已为学界熟知，不赘述。③ 甚至长城内外蒙汉联

手，在山西镇口堡开矿，“利之所在，人争趋之，且虏人不知所谓矿，皆板升之徒导之; 板升之人虽得

矿，亦不知煎取之法，又内地之人导之”。④

虽然明朝对待蒙古、西番与两粤的傜、僮，滇蜀的蛮夷有着明显的区分，但隆万之际的主政者却采

取了大体相同的策略，即使对沿海的“海盗”也不例外，即先施以武力，然后通贡或安抚。“俺答封贡”
“达赖封贡”以及“隆庆开海”是一种模式，⑤在东南和西南傜、僮、蛮夷地区平息动乱后设置州县、卫
所或改土归流，将其纳入帝国直接管辖是另一种模式。这两种模式都是在保证帝国边陲安定的前提

下，承认移民的流动和开发，接受商业贸易需求不断增长的现实，⑥同时，尽可能地使国家获利并对地

方实施更为有效的管理。
论者对隆万之际变革印象最深的当属以“一条鞭法”为标志的财税改革，从梁方仲到当今的研究

者，都认识到赋役折银乃是“一条鞭法”的核心，而国家之所以采取此种办法，是人口流动加剧等因素

造成旧的编户体制瓦解、赋役征派出现严重问题的结果。明代中叶以来的边陲动荡，则或因脱籍人口

涌入边陲进行开发，或因国家加强了对边陲地区不同族群的直接管辖，或因普遍性的商业化趋势。所

以，上述帝国边略两种模式的原则和出发点与“一条鞭法”等财政制度的改革是一样的，只不过一个

是针对版籍之内的编民，另一个则是针对不在其内的边民。这里的假设是，明清之际国家新型财政制

度的确立，除了前面那些熟知的原因外，也是国家谋事于边的结果，即需要建立一种量出为入的税收

原则，谋事于边或此时的帝国边略需要此种原则，以免展开军事行动时捉襟见肘。⑦ 虽然我们看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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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偏沅巡抚金廷献揭帖》( 顺治七年十月二十日) ，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明清史料》甲编第 3 本，上
海: 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年，第 272 页。
张居正:《张太岳集》卷二七《答两广总督殷石汀》，第 324 页上栏。
亦可参见拙文:《时代交替视野下的明代“北虏”问题》，《清华大学学报》2012 年第 1 期。
张居正:《张太岳集》卷三二《答宣府总督郑范溪》，第 399 页下栏。
已有学者指出，面对不断东来的欧洲势力，张居正当局在外贸制度、欧侨管理、沿海防务等方面都做出了调整。参
见庞乃明:《明朝张居正时代应对欧力东渐之得失》，《求是学刊》2009 年第 4 期。也有学者认为，张居正对蒙古的
态度最初与主流意见大体一致，虽然力主达成了“俺答封贡”，但这并不是什么新政，而是恢复了固有的朝贡关
系。在“俺答封贡”后，面对“土蛮”对辽东的侵扰和俺答西行，张居正也没有有效的对策。参见田澍:《张居正的
蒙古观及其实践》，《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4 年第 2 期。
这种接受的程度，当然不能与西欧君主国家采取重商主义、从法律制度上保障商业利益等等相比，但“隆庆和议”
“隆庆开海”等相关举措确与传统的朝贡贸易不同，是一种有限度的自由贸易，或者说，承认私人贸易的现实，而
不尽归之于“走私”而加以严禁。关于“隆庆和议”的性质，固然不可以认为是一种全新的体制，但“互市”是否就
同于传统的朝贡贸易，却需要深入分析，特别需要注意的是长城沿线的私人贸易由此得以放松。支持“隆庆和
议”的张四维、王崇古出自晋南的盐商家庭，又是姻亲关系，他们的这种背景不是与力主互市毫无关系的。对于
明蒙之间新型关系如何确立，此时期应该还处在摸索的阶段，因此出现新旧杂呈的面貌是很正常的。
关于明清之际新型财政制度的建立，刘志伟已有深入思考，万明也通过对《万历会计录》的整理与研究提出了自
己的看法( 参见万明:《〈万历会计录〉与明代国家和社会转型》; 刘志伟:《从“纳粮当差”到“完纳钱粮”———明清
王朝国家转型一大关键》，《史学月刊》2014 年第 1 期) ，申斌则正就此问题撰写博士论文。我假设明崇祯到清顺
治时期的“战时财政”也对此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由此，隆万时期的军事行动与明清易代战争之间也就有了某
种重要联系。附带提及，隆万之际担任户部尚书及吏部尚书的王国光，系以泽潞商人闻名的山西阳城人，其父亦
为商人，《万历会计录》就是他在任时编成的。已有很多学者注意到明代中叶以后国家非常注意各类地图的绘
制，除了全国性的方舆图外，还有跨区域的像《蒙古山水地图》这样的作品( 林梅村:《蒙古山水地图》，北京: 文物
出版社，2011 年) 亦有上呈兵部职方司的万历《泉州府舆地图说》这样的文图并茂的地方舆图( 原件藏美国国会图
书馆) ，我认为应把这一现象放到本文所论的时代框架和帝国边略中去理解。



拱和张居正等人的言论多为就事论事，还需要寻找更为明确的证据证明它们之间的关联，但有理由相

信它们同属隆万之际朝廷方略的整体。
万历二年十二月，神宗小皇帝连续数日御文华殿讲读。张居正为了“天下幅员广阔，山川地理形胜，

皇上一举目可以坐照”，从而用人得当，故以成祖、仁宗故事，“造为御屏一座。中三扇绘天下疆域之图，

左六扇列文官职名，右六扇列武官职名，各为浮帖，以便更换。……其屏即张设于文华殿后、皇上讲读进

学之所，以便朝夕省览。”①高拱也曾提出，“今边徼用兵之处，是蓟辽、宣大、延绥、宁夏、甘肃，而南则

闽、广。是数处者，风土不一，事体各异。……臣愚谓，宜于是数处之人，择其有才力、知兵事者，毎处

多则二人，少则一人，使为本兵司属。”②虽然强调的是知人善任，但可以看出主政者确是有整体考虑

的。这个总体考虑就是:“边方之实政日兴，中国之元气日壮，庙堂得坐胜之策，而宗社有永安之庥。”③

显然，明代中后期边疆地区不同族群的动荡不是孤立的和偶然的，它们是东亚历史乃至世界历史

之时代变化在中国的表现与结果。虽然基本上没有改变传统的天下观和朝贡理念，但隆万之际的主

政者或许是被动地触摸到了这个时代变化的脉搏，而此时期的帝国边略正是对这一变化的应对。

( 责任编辑: 樊延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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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明神宗实录》卷三二，万历二年十二月壬子条，台北: 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1966 年，第 753—754 页。
高拱:《高拱全集·掌铨题稿》卷二《议处本兵司属以裨边务疏》，第 195 页。
高拱:《高拱全集·纶扉稿》卷一《虏众内附边患稍宁乞及时大修边政以永图治安疏》，第 168 页。



The Scholars，which points out that his idea is not new，but the three kinds of consciousness in his study have
certain significance of reference for us to study classical Chinese novels: the first is the language consciousness，
the combination of stylistic study and language analysis; the second is the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the combina-
tion of stylistic research and historical comparison; and the third is the literary style consciousness，the combina-
tion of thought interpretation and stylistic analysis．

The Exaggerated Pre-Suburban Sacrifice Era———An Exploration of the Misuse of Historical Ｒecords in
the Qin and Han State Sacrifices: A Draft History Niu Jingfei

There are several misunderstandings and misuses of basic historical records in the book titled Historical Ｒe-
cords in Qin and Han State Sacrifices． The author，for example，doubted about the validity of religious sacrificial
ceremonies ( feng shan shu，封禅书) in Ｒ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 ( Shi ji，史记) without effective evi-
dence，and then concludes that the Han Dynasty，rather than the Qin Dynasty，commenced the sacrifice to the
Five Elements Emperors ( wu di，五帝) ． In this book，encomiums kept in the History of the Han Dynasty( han
shu，汉书) such as the Holy Grandest One( wei tai yi，惟太一) and the Heaven and the Earth ( tian di，天地)
which praise the unified sacrifice to the Heaven and the Earth were falsely applied as proofs to testify the supreme
divinity of the Grandest One． In the study of Yuan Shi Ｒites ( 元始仪) ，the book neglected a long paragraph of
the most significant historical records that persisted in san fu huang tu( 三辅黄图) ． In addition，while revealing
the process of the transition of the ritual system from the Qin to the Han，the book magnified the difference in the
distribution of sacrifice spots．

Favoritism: The Monarchs Ｒelationship with Subjects Based on Private Trust and the Unfolding of the
West Han History Hou Xudong

The enduring monarchs relationship with subjects underlying the Chinese empires should be divided into two
types at least: one based on public rituals，another on private trust． The repeated expressions and practices crea-
ted by the latter one，as the most active factor with full energy，but almost neglected by the academic world with-
in the sphere of Chinese history studies，are a constructional reality in Chinas past． This article accounts for the
root，origin，context，agency，and mechanism of the relationship based on private trust，and how the words and
deeds from both monarchs and subjects evoked by this relationship push the history of the Former Han Dynasty by
analyzing the establishing，maintaining，abolishing，and re-establishing of these relationships with certain sub-
jects during each reign of the Former Han emperor in detail． It tries to comb the experience of the Former Han
Dynasty by re-entering the field of that time from two new perspectives，the cycles of relationships and the rela-
tionships based on relationships，which，as a whole，might present an alternative approach to access to Chinas
past by bridging up the gap between the fragmented positive studies and the constructivist analyses applicable to
limited facts in historical field． It is a case study on Chinas past by referring to the perspectives of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Ethnic Ｒelationship and Frontier Strategy of the Ming Court During Longqings and Early Wanlis Ｒeign
Zhao Shiyu

The threats of Mongols from the North and Japanese from southeast coast in the Ming Dynasty have been
gradually analyzed in the framework of global history． At the same time，and to the different extent，there were
turmoils of ethnic relationship in the southern mountainous areas，southwest and west regions． The causes of
these unrests were almost the same with the former events． The court leaders in the Longqings reign and early
Wanli perhaps passively touched the pulse of the age changes and thus，although temporary，adopted active strat-
egy for response，which brought a contemporaneity and an integrity into the frontier strategy of the Ming cou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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